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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话语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料搜集整理
———以 1949 年至 1966 年为例

毛巧晖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与少数民族话语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两大导向，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获得了发展的契机。1949 年至

1966 年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与整理围绕国家话语迅速展开，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由此掀起了民间文艺学领域搜集与整理问题的深入讨

论，推动了民间文学理论研究与资料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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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llection and sortation of ethnic folk literature from 1949 to 1966 gains a great achievement and stirs up the deeper discussion
about the problems of the collection and sortation of folk literature, and boosts the perf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olk literature theory and data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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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研究

1939 年初开始，延安文艺界开始了长达一年多关

于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的讨论，直接影响到国统区的

革命文艺工作者。不管是延安还是国统区，对于文艺

大众化的争鸣，中心都是如何正确对待民间文艺，如

何将革命文艺与民间文艺相结合。此后，民间文艺作

为艺术作品的功能，受到空前未有的重视。1942 年 5

月 23 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的“结论”
部分的讲话，在中国思想史和文艺史上具有里程碑式

的意义，对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形成也是历史的转

折。从那一时期开始，中国的民间文艺学研究开始成

为一个独立的系统。新中国成立后，延安时期关于民

间文艺学的研究思想进一步推广和深化，正如《民间

文艺集刊·编后记》所言：“新的民间文艺学研究，

今天正在开始。”[1]民间文学一改 20 世纪 10 年代至 30

年代研究中的民俗学取向，被完全纳入了文学领域，

并逐步取得独立的学科位置。
清末民初，现代民族国家的思潮迅速发展，它逐

步演化为社会主流，梁启超、杨度、章太炎等多元一

体的民族国家观产生极大影响，直至中华民国建立后

提出“五族共和”。但真正意义上民族国家的构建则

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制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治政策，决定了民族话语必

然纳入国家话语系统，其推进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

学话语的发生[2]。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与少数民族话语成

为国家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两大导向，特别是对民间

文学，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以下简称

《讲话》） 发表后，“在形式上，这些作品不同程度地

具有民族和大众特色。从中国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中

吸取营养，用劳动人民的语言写成，它们的形式不再

是外国化或强烈知识分子化的，而是一种能引起中国

人民大众兴趣的形式。”[3]这样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源

的开掘与利用就成为 1949 年至 1966 年中国民间文学

发展与研究的重要领域。

一

民间文艺学与作家文学的一个显著区别就在于研

究对象———文本的不同，后者相对而言稳定、封闭，

前者则恰好相反。从 20 世纪初学人开始着手于民间

文学研究，资料的匮乏就成为学人抱怨的主要问题，

其中一个缘由就是中国传统研究的根基和依据是以文

字为根本的。民间文学缺乏文献文本是显而易见的，

其实即使有丰富的相关文献，也必然是挂一漏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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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搜集资料，从现代民间文学出现就成为它研究

的一个主要步骤，但尚未正式成为民间文学的学术名

词，也没有进入民间文学的研究领域。新中国成立

后，“搜集整理”才正式进入民间文学的研究领域和

学术范围，它最早出现在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章

程》 （以下简称《章程》） 中。《章程》规定：“本

会宗旨，在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国民间的文学、艺

术，增进对人民的文学艺术遗产的尊重和了解，并吸

取和发扬它的优秀部分，批判和抛弃它的落后部分，

使其有助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4]这些理论性规

定，是在继承“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搜集工作科学传

统基础上提出的。从《章程》的宗旨可以明确看到，

它是承继了延安时期解放区对文艺的指向与规范，突

出了“人民性”话语。
1940 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他指出，

“……现在要建设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

为精神宗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即‘新民主主义文

学’”[5]659-669。1942 年，在《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

规定了文艺为广大人民服务、文艺服从于政治、文艺

批评中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周扬对《讲话》进一步

阐释，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最正确、最深刻、最完全地从根本上解决了文

艺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的问题。”[6]4551949 年 7 月新中

国成立前夕，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在北平

（今北京） 大会师，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

第一次代表大会。“解放区的文艺是真正新的人民的

文艺”[7]513，成为了指向标，延安的文学精神扩展到全

国文艺界，“人民性”成为文学艺术批评的基础概

念。民间文艺非常契合“人民的文艺”之要求，“民

间文学源头论”成为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期文学史

的基本理论，因此对民间文艺的挖掘与利用受到空前

的重视，民间文学的搜集与整理进入了文学话语系

统，并且集中呈现了文学的人民性特质。新中国成立

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斯大林民族定义为基本

准则，国家启动了民族识别与考察工作，并实施了大

量开创性、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注重弘扬民族优秀

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对少数民族聚集的西北、西南

地区开展民族文化调查与研究工作。
这样民间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化调查工作在文学领

域出现交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与整理围绕国

家话语与意识形态主流迅速开展。

二

搜集与整理，1949 年至 1966 年民间文艺学领域，

成为一个核心话语。1950 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

后，开始采集全国一切新的和旧的民间文学作品，具

体搜集的科学理论是：“（1） 应记明资料来源、地

点、流传时期及流传情况等； （2） 如系口头传授的

唱词或故事等，应记明唱者的姓名、籍贯、经历、讲

唱的环境等； （3） 某一作品应尽量搜集完整，仅有

片断者，应加以声明； （4） 切勿删改，要保持原样；

（5） 资料中的方言土语及地方性的风俗习惯等，须加

以注释”[4]。从具体内容看，搜集的规范只是宏观上

的导向，在民间文学领域，更多地把资料搜集当做获

取民间文学研究文本的一种方式，并且成为中国民间

文艺学界学人工作的重要的一部分，他们努力将口头

资料转为文献文本，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资料搜集

与理论研究的分离。它的弊端是明显的，正如韦勒克

所言，“这种将‘研究’和‘鉴赏’分割开来的两分

法，对于既是‘文学性’的，又是‘系统性’的真正

文学研究来说，是毫无助意的。”[8]4 但就当时的历史

情境而言，这五条搜集资料的规定，符合基本的学术

规范，在实地搜集资料过程中，特别就少数民族民间

文学资料的搜集而言，研究者根据具体情况对其作出

不同的阐释与演化。
1956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制定

了“关于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各民族社会历史情

况的初步规划”，同年 8 月相继组成了内蒙古、新

疆、西藏、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 8 个少

数民族调查小组，于是各地的调查工作开始走上了

正轨。1956 年 8 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

民间文艺研究会共同组成联合调查采风组，由毛星

带队，文学研究所有孙剑冰、青林，民间文艺研究

会有李星华、陶阳和刘超参加，到云南少数民族地

区进行调查，他们调查的宗旨是“摸索总结调查采

录口头文学的经验，方法是要到从来没有人去过调

查采录的地方去，既不与人重复，又可调查采录些

独特的作品和摸索些新经验”[9]92。毛星主要研究领

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民间文学研究是他文艺学

的一部分，因此他认为：人们所说的“民间文学”和

高尔基所讲的基本意思相同。指的是为劳动人民自己

创作并在劳动人民中流传的口头文学。民间文学是民

间文艺的一个部分。对民间文学进行科学研究，需要

与民间的其他文艺形式联系起来。
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同时并存，在同一时代里，

它们都受到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反映

当时共同的社会风习，反映当时影响各个阶级的历

史和社会生活。但由于劳动人民是生产者，是历史

的创造者，因而不论是政治上还是艺术上都是最富

于生命力的。
民间文学与一般书面文学比较，在思想内容上，

语言、形式上以及所构成的艺术之美上，都有自己的

特点[10]。
在资料搜集中，他们注重民间文学的思想性与

社会历史价值，这与当时文艺学主流吻合，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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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导引中形成的民间文学话语一致。采录工

作中，毛星注重总结采录口头文学的经验，在民间

传说故事搜集中，重视英雄的传说，这些传说都是

“具有战斗性和反抗性的故事”，而且英雄大多出身

于劳动人民[11]146-147。《白族民歌集》 [12]、《纳西族的

歌》 [13]中搜集了大量阶级意识显著，反映民族压迫与

阶级压迫，歌颂毛泽东的歌曲。另外他们关注民间

故事、传说、民歌与各民族风俗习惯的关系，重视

民歌与演唱者生活的关系等。
此次调查采录工作成果显著，每篇故事、传说和

民歌都标注了采录地点、讲述人，涉及的方言土语、
地名都进行了注释。李星华记录整理的白族民间故事

传说影响极大，特别是该书出版时，毛星《关于白族

的几点情况》 （代序） 以及她本人在书后附加的《关

于白族的民间故事传说》，这两篇文章在当时历史情

境中，全方位地呈现了调查者采录整理的思路。毛星

以文献资料与口头资料为基础，对白族的历史、文

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及白族与汉族的关系等进行

了论述。他注重文献与调查资料结合，这在当时的研

究中“开风气之先”[14]。李星华提到在云南的具体时

间以及采录过程，特别提到“多记同一故事的不同讲

法，不仅对故事会有全面的了解，便于研究和整理，

同时也可以看出群众是怎样依照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看

法来修改一个故事；也可以了解到民间文学跟群众生

活是怎样密切地结合在一起。”[12]163 可见，该次调查采

录在全国民族调查的情境中展开，同时契合民间文学

的基本原则与理念，并在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调查

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
1958 年，因生产大跃进的激发、党中央的号召而

掀起新民歌运动，蓬勃发展的群众创作促进了民间文

学工作的迅速发展。1958 年 4 月 14 日，《人民日报》
发表社论《大规模收集全国民歌》。同日，中国民研

会主席郭沫若发表了《关于大规模收集民歌问题答本

刊编辑部问》。他认为：对民间文学“研究文学的人

可以着眼其文学价值方面；研究科学的人可以着眼其

科学价值方面。可以各有所主，没有一个秦始皇可以

使它定于一尊”；“从科学研究来看，必须有忠实的

原始材料”；“忠实的原始记录是工作的基础”；“但

是从文学观点上来说，加工也很重要”；“两者可以

并行不悖”[15]；等等。
1958 年第一次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

提出了进行“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

研究”的任务和“古今并重”的原则，针对采录具体

提出“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适当加工”
的方针 （简称“十六字方针”） ①，强调要将整理工作

和属于个人创作的改编与再创作区别开来，并提出科

学资料本与文学读物本，以适应不同读者的不同需

要。全国性的采风运动迅速展开，四川彝族著名史

诗，叙事诗《勒俄特依》、《玛木特依》、《妈妈的女

兒》等，之后编成《大凉山彝族长诗选》、《大凉山

彝族故事选》；壮族《刘三姐》、《百鸟衣》等，最后

经过选编出版了《中国民间故事选》 (第一、第二集)，

第一集中收编 30 个民族 121 篇作品，第二集中收入

31 个民族的故事 125 篇。十六字方针没有直接运用西

方民俗学调查的术语“田野作业”，20 世纪 80 年代中

期，学人对其开始质疑，认为它的研究有诸多不科学

之处，田野作业才是科学术语，这是一种不尊重历史

事实的批判，最初的调查有很多不成熟之处，但它的

科学意义则难以抹杀。正如日本学人所述：他们“采

集整理的方法和技术虽然还有不足之处，但是中国各

民族的民间故事如此大量而广泛地加以采录，这在中

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尽管这一工作进行得还有些杂

乱，但是这标志着把各民族所创造的神话、传说、民

间故事这一个有机的民间口传文学世界，作为一个活

生生的整体，而不是零敲碎打地加以把握的一个开

端。”②

1961 年 3 月 25 日至 4 月 2 日，中国科学院文学

研究所在北京召开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
会议由何其芳、毛星、贾芝主持，制定了《中国各少

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论编写出版计划》、《中国各

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翻译、编选和出版计划》和《中

国各少数民族文学资料汇编编辑计划》。这次会议在

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新中国成立以后，

“编写一部包括各兄弟民族文学成果、文学经验、文

学发展史，因而名实相符的中国文学史，是全国各族

人民的共同需要和要求”。1961 年 4 月，成立了整理

和研究调查报告的中央机关———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

所，召开了全国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工作会

议。调查研究的结果刊印出的资料有数十种之多。这

些有助于“调查产生民间故事的环境”②。
总之，1949 年至 1966 年国家在文艺方面重视劳

动人民的口头创作，民间文艺进入国家意识形态主

流，纳入文艺学的研究模式与轨道，在特定的历史情

境中，突出民间文艺的思想性与社会历史价值，使得

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具有典型意义。再加上 1956 年开

始的全国范围内民族识别与各民族历史调查为少数民

族民间文艺搜集提供了极好的契机。这样各个民族的

民间故事、传说、民歌等集结成册，大量成果都是首

次面世，为丰富中国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为建

立民间文艺学完整的资料体系有重大意义。

三

关于搜集理论的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有：

钟敬文的《谈口头文学的搜集》 （收于《民间文艺新

论集》）、何其芳的《从搜集到写定》 （收于《何其芳

2012 年第 2 期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3 月 25 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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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 年版）、马可的

《谈谈采录少数民族音乐》 （收于马可：《中国民间

音乐讲话》，工人出版社 1957 年版）、李束为的《民

间故事和整理》、柯蓝的《杂谈搜集研究民间文学》、
许直的 《我采集蒙人民歌的经过和收获》 （后三篇

均见于陕西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 《关于民

间文艺》 （内部参考资料） 1954 年） 等。关于搜集

整理最早出现的争论是围绕着当时中学课本中选用

的《牛郎织女》一文展开的，李岳南肯定和赞赏整

理编写的成功，刘守华则批评故事中对人物心理细

致入微的刻画以及对幻想色彩的去除，不符合民间

作品的艺术风格[16-17]。后来 1957 年刘魁立于本年度

《民间文学》 6 月号发表《谈民间文学的搜集工作》，

对董均伦、江源的做法有所非议，董、江二人进行

了答辩，他们的共同点是：肯定人民大众的创造力，

要有为人民的正确搜集态度，记录要尽可能忠实、
要多收异文以利整理时比较参照，要附必要的说明

与注释等。“他们之间的不同也是显著的，其主要

原因是研究的角度不同，当时研究主要有两个角度：

科学研究和群众读物。” [18-19]139 这两者之间的不同，

成为民间文学领域引起讨论的缘起。朱宜初、陈玮

君、巫瑞书、陶阳、张士杰、李星华等从事搜集和

研究工作的人员，以及 1959 年云南省、广西壮族自

治区参加搜集整理叙事长诗、民间故事、传说的一

些同志也都参加了讨论，主要讨论搜集过程中记录

的问题与搜集成果的整理问题。关于搜集问题的主

要观点有： （1） 凡是民间文学作品一律要记录，应

当忠实记录，一字不遗； （2） 有重点、有选择地记

录； （3） 有限度地忠实。关于整理问题的主要观点

有： （1） 只有“编辑”工作，而无“整理”工作，

即使“整理”也只限于技术性范围； （2） 认为民间

故事的整理应当加工，在 方 法 上 可 以 多 种 多 样 ；

（3） 慎重整理； （4） 从内容到形式、风格，都要创

造些新的来，即推陈出新[20]。其中第四点后来发展成

了“改旧编新”，主要人物是张弘，他认为改旧编新

是民间文学的发展规律，搜集———整理———推广是

为民间文学服务的方法。整理、改编、创作是广义

的整理，都属于民间文学的工作范围，是民间文学

工作者的本职工作。整理基本上是改造民间文学传

统作品的手段，是对传统作品“推陈出新”的手段，

是改旧的手段；创作是形成新民间文学作品的手段，

是编新的手段；改编是不问体裁之间人为的相互转

化的手段，基本上是用非民间文学作品来丰富民间

文学的手段[21]7， 16， 140－141。
“五十年代，新中国的民间文学研究的队伍正在

形成和壮大，首先引起重视并且需要加以解决的，暂

时还不是具体的专题性研究课题，而是一系列原则性

理论问题，诸如，民间文艺研究的方向、民间文艺在

人民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民间文学的性质和基

本特征、民间文学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民间文学的

记录和整理的原则问题，等等。”[19]126 这句话基本概括

了新中国成立后至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前，中国

民间文艺学的发展状况，特别是搜集与整理成为了民

间文艺学的基本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学人在特定的

历史情境中从不同角度展开了讨论，不同观点与不同

思想推动了中国民间文艺学，特别是少数民族民间文

艺学的发展。
1961 年，毛星在 《民间文学》 第 4 期上发表

《从调查研究说起》。主要观点为： （1） 忠实记录；

（2） 搜集整理工作是一种复杂艰苦的思想、艺术工

作，搜集整理工作者记录的技能不是惟一修养，更为

重要的修养，应该是思想作风上的党性锻炼，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民间文学的专门知识和对文艺

作品欣赏与写作能力的修养，等等； （3） 记录必须

一字不动，而写成为书面的文学，则必须进行或大或

小的整理加工，而整理加工应该有一个原则，即必须

力求保持这个故事的民间原貌，其目的是要呈现“民

间的这一个故事”。毛星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和观念

影响了当时年轻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孙剑冰、刘超、
陶阳、杨亮才等都进行了论述[10]，对于毛星调查研究

思想的阐述，具有代表性的是陶阳，他认为“跟随毛

星同志三个月的调查采录，使我学到很多东西。我从

毛星同志的教诲与实践中，学到调查采录经验有如下

几点： （1） 要到无人曾经调查采录过的地方去，要

到边远地区去，那样，总会有新的发现。（2） 调查

采录要三勤，即腿勤 （多走路）、嘴勤 （多问）、手勤

（多记）；而且要真正做到“有闻必录”。（3） 要注意

看当地的县志、风俗志，将书面的历史与风俗跟田野

作业结合起来，那样，就可避免盲目性，掌握主动

权。（4） 记录民歌、故事及其他作品时，要做到忠

实记录，要存真，要保持讲唱者的语言特色、叙述方

式及其艺术风格[10]113。
贾芝在《文学评论》第 4 期上发表《谈各民族民

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系统地发表了对“忠实记录，

慎重整理”的看法和观点 （具体见第二节贾芝的民间

文学思想）。这一时期关于讨论的文章结集而成《民

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第一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1

年 12 月） 和《民间文学参考资料》第三辑 （广西壮

族自治区民间文学研究会编 1963 年 2 月），后来讨论

持续发展，延伸到了近现代革命题材传说故事的搜集

整理问题领域。1963 年，《民间文学》和《奔流》上

发表了许多文章，其中有张士杰谈义和团故事搜集整

理和创作的经验 （《民间文学》 1963 年第 1、第 2

期），陈玮君的《必须跃进一步》 （《民间文学》 1963

年第 3 期），李纉绪和谢德风关于《游悲》整理的讨

论 （前者见《民间文学》 1963 年第 2 期；后者见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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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其中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是张士杰关于义

和团故事的整理与创作之谈论。张士杰谈论了他对民

间故事范围的新的认识，放弃了过去狭隘的传统观，

以及他搜集和整理、创作义和团革命故事的开端、过

程与方法，“若是故事内容好，讲得也生动，那就按

着原讲述的去写；若是故事内容好，讲得差，那就要

进行加工；若是故事内容好，听到的却不全，那就再

深入搜集，并不急于写它，直到我认为‘可以了’，
再去写它；若是故事内容还好，只是其中有糟粕，或

者精华不突出，那就要进行删除或削弱与突出描写；

若是故事内容不好，讲得却很生动，这我也听一听，

却不去写它，只留做参考研究。”[22]可见他对民间文学

做了民众读本与科学研究的区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

会研究部于 1963 年邀请河南、四川、广西、江苏、
安徽、吉林 6 个省的搜集研究者，就此举行了一次座

谈讨论，各省参加者不仅有经验总结发言，还各自都

提供了若干传说故事的记录稿和整理稿，以供研究讨

论。这次座谈会上提供的文章和记录或整理稿，汇编

为《民间文学参考资料》的第 6 辑 （1963 年 8 月） 和

第 7 辑 （1963 年 9 月） 两辑。
可见，这一时期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与支

持下，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与整理成为民间文艺

学发展的重要部分，得到长足发展。它的发展不仅是

民间文艺学学科意识提高的一个表现，同时也推动了

民间文学理论层面与资料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注 释：

①2006年8月14日访谈刘超。
②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编：《民间文学参考资料》 （第八

辑），1963 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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